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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二年國教課綱對於學校現場而言是一項新的變革，而新課程能否落實及產

生預期成效，學校人員之變革準備度乃是重要關鍵。為了深入了解新課綱實施的

初始階段學校人員對此變革的準備度，本研究在理論架構上整合認知、情意與行

為意向等面向，並以國、高中校長及教師為對象，運用問卷調查法進行探討，共

計回收 1,266份有效問卷。結果發現學校人員均有中高程度以上的認知準備度（得

分介於中高標與高標），認知準備度最佳的是領導觀，最弱的則為評鑑觀；在情

意與行為意向準備度上，得分皆達中高標，但對變革的喜好度高於行為意向；在

不同屬性的人員身上，最具系統性變革準備度差異的是校長、主任與獲博士學位

者，這兩類屬性的人，其變革準備度較高。另在進行認知、情意、行為意向得分

之組合分析後，發現學校行動者包含「知易行難型」、「順應配合型」與「意興

闌珊型」等三類樣態，其中較高認知、較低情意與行為意向者佔多數。後續政策

之推動，若能掌握上述之發現，將有助於研訂更為有效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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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are a new policy for 

schools. To decide 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school practitioners’ 
readiness to change is critical. In this context, the study used a survey designed to 
examine high school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change readiness with regard to cognition, 
affection and behavior intention. A total of 1,26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school practitioners had reached a high-intermediate to high level 
of cognitive readiness for change. Among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ognitive readiness, the 
conception of leadership was ranked highest while that of evaluation was ranked lowest. 
Readiness of affection and behavior intention were both at a high-intermediate level. But 
the score for affective readines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for behavior intention 
readines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adiness scores among school 
practitioners. Principals, office directors and practitioners with doctoral degree displayed 
the highest level of readiness. Moreover,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r intention scores, school practitioners were clustered into three groups. The 
majority of practitioners had higher levels of cognitive readiness and lower levels of 
readiness of affection and behavior intension.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very useful 
insights for the design of new policy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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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社會變遷與數位科技的日新月異，國際間對於學生能力的培養，有了

異於過往的定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提出需要培養學生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共

同生活、學會發展、學會改變自己與社會等能力（UNESCO, 2013）。而 OECD

（2018）則規劃了「OECD 2030學習框架（Learning Framework）」，倡議青年人

需具備三項轉型能力（transformative competencies）：創造新價值、調和緊張與兩

難、承擔責任）。在這樣愈趨側重學生自主發展與責任承擔的全球脈絡下，臺灣

於 2014學年度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標舉有教無類、因材施教與適性揚才的

理念，希冀成就每一個學生，並於 2019學年度起各教育階段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或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綱）。

這一波新課綱強調自發、互動與共好的課程理念，並訴諸培養「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之核心素養（教育部，2014）。其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鋪陳，翻轉了傳統對於「教」與「學」的概念，也讓學校握有更多的課程自主

管理權。過去在國民中小學及高中未能出現的校訂課程，現皆明列於課程綱要中。

仔細梳理課綱內涵，可窺見鑲嵌於課綱中的教育觀，包含了以分散權力型式進行

課程發展、發揮課程自主管理功能；教與學的典範轉向社會建構主義觀，以及善

用評鑑，以促進課程發展的永續更新。而這些涵蓋領導、課程、教學及評鑑等面

向的教育觀，是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促進學生適性發展的重要條件基礎。

十二年國教課綱呼應了全球教育理念的走向，對於學校現場而言，可說是一

項新的變革。雖說一項新的課程方案，落到學校並非就會自然實施，而會是一個

與學校脈絡間相互調適的過程（Snyder, Bolin, & Zumwalt, 1992）。然人們的變革

準備度仍是影響新課程能否落實及產生預期成效的重要關鍵。尤其一個要推動變

革的組織，若掌握成員是否準備好了，即可對症採取相應的措施。

概覽以變革準備度為主題的文獻，多出現在健康、醫療、心理與管理領

域。有學者指出變革準備度意指組織成員對於變革是否需要，以及個人與組織

是否有能力執行變革所持的信念、態度與意向（Armenakis, Harris, & Mossholder, 

1993）。在教育界，罕見直接探討準備度的研究，倒是有一些是析釋影響變革的

教師情意因素，諸如教師認同感（或稱接受度）（receptivity）（Waugh, 2000）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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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階段（Hord, Rutherford, Huling, & Hall, 2014）。教師對於課程變革所表現出

的認同感，可視為準備度的一項指標，而教師在變革實施的不同階段中呈現的關

注事項，則有助於經營者因應採取促動變革的策略。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實施，現正處於初始階段，為讓具「學習者為中心」思

維的課綱，能透過教育現場促進學生深度學習，決策者對於學校實施課綱的條件

狀態宜加掌握，如此才能更切中需求地著手尚待補強之處。有鑒於此，本研究乃

進行全國性抽樣調查，具體了解教育現場是否做好了準備，以提供相關決策者參

考。在著手這樣一個調查研究時，有四項重要考量。首先，變革準備度的探討可

從個人或組織的層次切入（Armenakis et al., 1993; Holt, Helfrich, Hall, & Weiner, 

2010），然因變革能否成功，端賴個體能否好好執行，故本研究採取的探討路

徑是個人層次。其次，過往有關個人變革準備度的文獻，較偏於檢視成員對於

變革的妥適性、支持度、效能感及效益的信念（Holt、Armenakis, Field, & Harris, 

2007），然本研究有興趣的是學校人員是否具有全球走向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基

本認知，且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總綱政策文本內容是否認同且願意投入，故參

酌變革準備度的概念，以認同感作為變革準備度的衡測指標，並在其原本觀照的

情意與行為意向上，加入認知面向，以一較為整全的觀點進行探究。易言之，本

研究以學校人員是否具有利於課綱實施的教育觀，作為認知的評量；以行動者對

於課綱的理念與重要內涵是否喜好及願意投入實踐，作為情意與行為意向的測量。

接著考量的是，認知、情意及行為意向並不一定是同步發展，有可能是內在的認

知在先，再化為行動，也有可能是先行動，再從中開展認知。所以本研究將行動

者作為分析單位，探究他們在認知、情意及行為意向上表現的組合樣態。這些組

合樣態是行動者屬性的表徵，決策者若能加以了解，將有助於設計有效的政策工

具，以推動課程改革方案。最後，在樣本的選擇上，考量這波新課綱的變革以高

中最劇，故將高中納入研究範疇，而在相對變動較少的國中小學階段，則選擇國

中進行探討。具體而言，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 學校人員在十二年國教課綱變革準備度上的表現為何？其在認知、情意

與行為意向的準備度上是否呈現差異？

二、 不同背景變項（地區、國高中、職務別、年資與性別）的學校人員在

十二年國教課綱變革準備度的表現上，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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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教育現場，學校人員在變革準備度上展現了何

種認知、情意及行為意向高低組合的樣態？

貳、文獻探討

以下針對十二年國教課綱與其鑲嵌於內的教育觀，以及變革準備度進行文獻

分析，作為開展本研究之基礎。

一、十二年國教課綱

臺灣在近二十年，接軌國際教改趨勢，一方面走向權力下放，一方面則愈加

重視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理念。尤其 2014學年度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後，臺

灣的教育進入了另一波的發展；如何透過適性化與差異化的制度、課程與教學來

成就每一個學生，以臻有教無類、因材施教與適性揚才，是政策的上位綱領。而

這要落實，最重要的媒介是 2019學年度起逐年推動的十二年國教課綱。呼應全球

重視學生能力的涵育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十二國教課綱以自發、互動、

共好作為課程理念，講求「學習者為中心」，並以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貫串各領

域課程綱要之研訂（教育部，2014）。    

除了強調素養導向，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另一特色是將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

這樣的作法反映了課程統整的理念，而此理念除了在議題融入上體現，也在課綱

中的校訂課程彰顯。例如，國中小的校訂課程提及可以選擇統整性主題 /專題 /議

題探究；高中的校訂必修課程以專題、跨領域 /科目統整、實作（實驗）、探索體

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類型為主，而多元選修也涵蓋跨領域 /科目專題、實

作（實驗）及探索體驗（教育部，2014：11，17）。

在課程決定權上，這次新課綱較之往昔，下放給學校更多的自主彈性。過去

在國中小，雖有彈性學習時間，然而常成為學習領域時數之競奪標的，十二年國

教課綱啟用了過去未曾出現在國中小與普通型高中的「校訂課程」類型，並明訂

這類課程的屬性，以防往昔之失。在高中階段，改變的幅度更大，下降部定課程

的必修學分數，賦予學校規劃校訂必修課程（4-8學分）與選修課程（54-58學分）

的彈性空間。於是，在總綱的「實施要點」中，說明了學校如何透過課程發展委

員會進行課程發展，而為讓素養導向的課程得以在課堂中實踐，結合情境、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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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實際體會與引導學生如何學習等，皆為教學實施所側重的。此外，為讓課

程發展能獲得改進的回饋訊息，「實施要點」中也規範了課程評鑑；主管機關與

學校可運用課程評鑑的過程與成果資訊，作為課程政策規劃與教學環境改善的依

據（教育部，2014：31-33）。

二、鑲嵌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教育觀 

綜整上述總綱的內涵，可知十二年國教課綱是一項可以體現權力與學習典範

轉移的重要政策。臺灣從 1990年代中期開始，雖已朝向分權化的方向前進，教師

在 2000年代起也嘗試以學習社群進行共學，且 2014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後，教學活化也逐步開展。只是此波的新課綱，所承載的是需要更多的校園權力

分散、教師學習與動能、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以及一個回饋自我更新的評鑑機制，

其內建了許多全球論述中的教育觀。仔細耙梳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總綱文本，可知

其對於學生學習，有基本之預設，例如：學習者是一個主動建構知識的主體；知

識的脈絡化、情境化有助於學習；實作、體驗與統整能深化學習等。立基於這樣

的學習觀，便有前面提及的課程相關類型的安排，以及教學實施需要留意的重點。

而由此，可抽譯出課綱中隱含的課程觀與教學觀。易言之，課程觀、教學觀與學

習觀三者息息相關，課程觀與教學觀實則反映了學習觀，而教學觀更蘊含著教與

學相互生成的觀點。此外，十二年國教課綱因賦予學校較過去為多的課程自主權，

教師參與課程發展乃成為學校因應課程變革的新任務，而這會涉及校長、學校中

層領導者與教師是否認知到分散權力觀點的重要性。至於課程評鑑，過去的課綱

即有所規範，這次的十二年國教課綱再度將課程評鑑作為促進課程實踐與發展的

重要回饋機制，故而課綱中亦有其內蘊的評鑑觀。有關上述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中

隱含的領導觀、課程觀、教學觀與評鑑觀，在此統稱為教育觀。這些觀點並不是

直接明白地寫於課綱的政策文本中，而是需要耙梳與抽譯的；其並非針對總綱文

本中各具體規範的觀點，而是可以支撐課綱落實的較為上位、一般性觀點；且其

為此波課程政策要能落實，要能引發學校產生變革，所需的領導、課程、教學與

評鑑的教育觀。

在領導觀上，校長承擔領導之責是傳統以來學校領導所強調的，然自 1980年

代中期後西方興起「學校重整運動」（school restructuring movement），學校本

位管理日受重視（Carlson, 1996），於是出現轉型領導（Bass, 1990）、分享式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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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Lambert, 2002）的主張。後來陸續提出的分散性領導（Gronn, 2002; Spillane, 

2006）、平行領導（Andrews & Crowther, 2002）、教師領導（Harris & Muijs, 

2005），以及結合學習與領導的學習領導觀點，將領導視為「活動」（activities），

且認為每一個成員可因應情境或任務而扮演領導者角色（潘慧玲、黃淑馨、李麗

君、余霖、劉秀嫚、薛雅慈，2015；MacBeath & Dempster, 2009），這些論述使

得權力分散形式的領導有了更進一步的詮釋與開展。另為學校改進，植基於在地

情境的學習社群從 1990年代起在西方成為一項重要取徑（Bolam, McMahon, Stoll, 

Thomas, & Wallace, 2005; Louis & Kruse, 1995），且被認為是分散性領導的展現形

式（Halverson, 2003; Spillane & Diamond, 2007）。故為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綱，學

校需培力教師分享決定，透過社群進行共學，讓分散型式的領導作為，帶動課程

研發與教學精進。

在課程觀上，有關課程決定權的下放，在不同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下，作法有

其差異。在許多國家，學校課程由國家掌控，被視為理所當然，但隨著全球教育

分權化的趨勢，課程決定也讓學校與教師參與（Morgado & Sousa, 2010）。學校

與教師獲得課程自主，除了針對國家課程進行脈絡化的重構，也能依據學生的特

性與需求進行課程發展。而所規劃的課程，因應二十一世紀人才的培育，需要是

對學生有意義，且能激發學生解決世界真實問題的能力（Erstad & Voogt, 2018）。

為達此目的，連結各領域的知識進行課程統整，是最好的方法之一（Loepp, 

1999）。課程統整係以對師生重要的議題去組織有意義的學習（Beane, 2005），

教師可彈性地進行課程統整，故課程並非全然的統整或全然的學科本位（Jacobs, 

1989; Wall & Leckie, 2017）。在新課綱中，國中小與普通高中被賦予「校訂課程」

的自主管理權，學校所須致力的課程發展，除部定課程的在地轉化，也包括校訂

課程的設計，且須進行統整性課程的規劃，以及議題融入的課程統整。

在教學觀上，隨著認知科學對於腦部的研究（Loepp, 1999），以及心理學者

的探討，愈趨奠基於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建構主義學者，如 Piaget（1954）、

Dewey（1929）、Vygotsky（1978），均主張學生是主動的學習者，他們在一個學

習環境中以先前的理解與經驗回應所接收到的新訊息。強調社會性的 Vygotsky更

提出個體的認知發展，需將社會意義及經驗轉為個人內在的意義，且透過活動加

以建構。而知識並非獨立存在，是鑲嵌於情境，在活動、脈絡與文化中發展出來

的（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且經驗在學習歷程中扮演重要角色（Kolb,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六卷第一期）2020.03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72

1984）。故教學設計須以具體事物或道具為媒介，運用觀察、實驗、討論來促發

學生與外在環境交感與互動，或在對話溝通的過程中進行探究與反思，以進行心

理性與社會性的建構。十二年國教課綱飽含「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反映講究

脈絡化、生活化與重視學習歷程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

在評鑑觀上，一個組織要發展，需有改善訊息的回饋。同樣地，課綱的落實

與否，學校須藉助評鑑以做檢視，此除進行過程評鑑，也包含成果評鑑（Weiss, 

1998）。對於評鑑具有改進發展的意涵，學界多年來時有呼籲，尤其是期望學

校能將評鑑納為組織的內建機制，並以評鑑主流化的概念經營校務（潘慧玲，

2005；Sanders, 2002）。只不過時至今日，學校較為熟悉的僅是為了配合外部問責

的校務評鑑。雖說過去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或是高中 99課綱，均清楚說明學校須

進行課程評鑑，然現場能了解且能妥適運用者不多。

三、變革準備度

有關變革準備度的研究到 1990年代方興，首在健康、心理與醫療領域進行

探討，管理領域後也加入（Madsen, Miller, & John, 2005）。在管理領域談變革

時，組織的變革準備度被認為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先決因素。許多大型變革多因準

備度的不足，導致以失敗收場。而經營管理者要創造準備度，須解凍現有思維模

式，並激發變革動機（Lewin, 1951）。有關變革準備度的理論模式，有多個被提

出（Howley, 2012），其中源自心理治療而後在管理領域被應用的，有 Prochaska

等人所發展的「超理論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Prochaska, Redding, 

Harlow, Rossi, & Velicer, 1994; Prochaska & Velicer, 1997）。此模式認為準備做改變

是一個歷程，通常歷經六個階段：不想改變、考量改變的得失以決定是否改變、

依據考量做出要改變的決定、積極做改變、內化與制度化改變，以及將改變後的

行為化成習慣。上述的準備階段—個體進行考量是否朝向改變，是讓個體準備

進行改變的關鍵時刻。另在教育領域，則有「關注本位採用模式（Concerns Based 

Adoption Model）」，其有幾個關於變革發生的預設：變革不是事件，是歷程；組

織要改變，需要個人先做改變；變革是一種成長的發展歷程，故隨著變革的執行，

組織成員的感受、態度與關注事項也會有階段性的變化（Hord et al., 2014）。此模

式認為準備度並非靜止狀態，而是個人與革新互動的歷程，故未言明到了哪一階

段就表示教師已具有變革準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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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理論模式的提出，學者們亦致力於概念的定義，並發展評量工具。Weiner

（2009）曾詮釋變革準備度為：組織成員在心理與行為上準備執行變革的程度。

此定義在變革準備度研究中已廣被接受，也為許多研究提供了一個操作性定義

（Ritchie & Straus, 2019）。有學者進一步提出變革準備度包含心理與結構因素，

心理因素涉及個人與組織 /集體是否有足夠的知識、意願及效能感實施變革，而結

構因素則是變革得以產生的情境條件，包括組織成員的特性（例如：受訓狀況）、

所需的資源情形、組織的氛圍等（Holt et al., 2010; Howley, 2012）。因之，變革準

備度是一個具有多層次（個人與組織）與多構面（心理與結構）特性的構念（Holt 

et al., 2010）。上述的二層次加上二構面，可交織成為四個象限，Holt等人（2007）

即以之發展了評量工具。

上述有關變革準備度的概念，甚少應用於教育領域。倒是對於課程變革的認

同感 /接受度，從 1980年代起，澳洲學者Waugh及其同僚即進行一系列的探討

（Waugh , 2000; Waugh & Punch, 1987; Waugh & Godfrey, 1995）。其於 1987年發

展了認同感的綜合模式，主張認同感的影響因素主要有 6項：對教育的基本態度、

緩解教師對變革的憂慮、變革的實用性、對變革的期望、學校對教師的支持、教

師對變革的成本效益評估（李子建、尹弘飆，2005；Waugh & Punch, 1987）。這

類側重態度與行為意向探討的認同感研究，在華人社會隨著中國大陸與香港 1990

年代中期後的課程改革而出現。所做的研究，諸如李子建（1998）針對目標為本

課程與常識科兩項變革探討香港小學教師的認同感，結果發現目標為本課程的認

同感低於常識科的認同感；尹弘颷、李子建、靳玉樂（2003）分析中國大陸兩所

中小學教師對課程改革的認同感，在其所做的個案研究中發現成本效益分析會影

響教師的認同感，且小學教師的認同感高於國中教師。

綜觀過去有關變革準備度的研究，在教育領域實屬罕見，但對於變革認同感

的探討，倒可作為變革準備度的評量指標。易言之，倘若個體對於變革的接受度

愈高，愈能認同變革，就表示變革的準備度愈佳，只是認同感通常測量的是態度

與行為意向。而個人層次的變革準備度研究，則側重探討變革的效能感、信念與

承諾等。有鑒於此，在上述過往的研究基礎上，本研究雖參採認同感概念，以之

作為變革準備度的衡測指標，但希以兼含認知、情意與行為意向三構面的取徑，

進行更為全面的探討，且以特定變革（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作為準備度的評量，

亦即以涵蘊於十二年國教的教育觀、對於十二年國教理念與重要內涵的喜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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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願意投入實踐的程度，作為認知、情意與行為意向等三構面的測量。其中有關

教育觀的測量，是一具本土意涵的嘗試，故以前面分析文獻中所提之相關概念作

為研究工具設計的參照。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灣本島公立國中與公立普通型高中為母群體，調查對象為校長與

教師（含兼任行政職與導師之教師、專任教師）。其中，公立普通型高中係以教

育部統計資料所列之「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名單為抽樣範圍，選擇校名含「高級

中學」之學校為抽樣對象（含完全中學高中部）。抽樣採分層叢集方法，先將臺

灣本島 19個縣市分為北、中、南、東四個區域，計算四個區域之學校數以及各級

規模學校數占母群體校數之比率。考量區域與學校規模比率抽取相對應的學校數，

共抽取國中 51所，高中 40所，並依學校規模發放相對應之份數。由於本研究所

關注的學校人員背景變項為職務別，故選取學校後除邀請該校校長填答外，另依

學校規模抽取相對應數量之主任、組長、領域召集人 /科主席 /科主任、教師等不

同背景的學校人員。正式問卷施測期間為 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1月，也就是新

課綱正式實施的前一學年之第一學期期末。總計發出 1,935份問卷，回收 1,645份

（回收率 85%），全部填答之有效問卷 1,266份（可使用率 77%）。其中教師版

發出 1,844份問卷，回收 1,563份（回收率 85%），有效問卷 1,195份（可使用率

76%）；校長版發出 91份問卷，回收 82份（回收率 90%），有效問卷 71份（可

使用率 87%）。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自編之「十二年國教課綱變革認同問卷」作為變革準備度的調查工

具，問卷編擬首先由研究團隊進行相關文獻回顧後，透過多次小組研討共同擬定

問卷初稿，接續委請國、高中學校人員進行試填，以確認各題項之語意、文字和

學校脈絡的契合性，進而提升問卷之內容效度。試填後修正之問卷為預試版問卷，

預試樣本為國中與高中人員各50位，依預試問卷分析結果進一步調整問卷內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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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形成正式問卷。問卷內容除「基本資料」外，包含「領導觀」、「課程觀」、「教

學觀」、「評鑑觀」、「變革喜好程度」、「變革願意實踐程度」等六個分量表，

均採李克特式 6點量表設計。前 4個測量變革認知準備度（教育觀）的分量表，

各由 2到 4個向度組成，每個向度各包含 4個題項；測量變革情意與行為意向準

備度的分量表則各含 7個題項。

在問卷的信、效度方面，本研究首先針對各分量表進行項目分析及校正項目

總分相關分析，再以因素分析確認問卷的構念效度，並以 Cronbach’s α係數考驗

問卷的信度。進行因素分析時參考 Matsunaga（2010）所提作法，於探索性因素分

析後進一步做驗證性因素分析，以確認資料的因素結構。探索性因素分析採主軸

因素法，以 Promax斜交法進行因素轉軸，並依各分量表向度數作為萃取因素之數

目。接續以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上述萃取之因素結構，並以組合信度、收斂效度

及區別效度等數值作為判斷問卷信、效度品質之依據。而題項之刪除係同時考量

以下五點進行綜合判斷：（一）極端組檢定未達顯著差異；（二）校正項目總分

相關小於 0.3或未達顯著水準；（三）刪除該題後的 Cronbach’s α係數與該向度的

Cronbach’s α係數相差增加超過 0.1；（四）探索性因素分析中因素負荷量小於 0.4

或出現跨向度的情形；（五）該題題意之研究重要性。

有關各分量表之內涵、編製依據及信、效度細部說明如下。

（一）變革認知準備度

「領導觀分量表」參考過去文獻中權力分散形式的領導觀（Gronn, 2002; 

Harris & Muijs, 2005; Halverlson, 2003; Lambert, 2002; MacBeath & Dempster, 2009; 

Spillane, 2006）設計 2個向度，包含「分享決定」（如：對於學校事務，教師不只

是負責執行就好，還要參與討論做決定）與「社群共學」（如：跟其他老師一起

討論教學，花費的時間雖然較多，但還是值得去做）。刪題後保留 7題，解釋總

變異量為 66.27%，2個向度的 Cronbach’s α為 .79、.91，整體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為 .89。

「課程觀分量表」基於國家下放部分課程決定權給學校（Morgado & Sousa, 

2010）、二十一世紀人才培育對於有意義學習的需求（Erstad & Voogt, 2018）之角

度，以及參酌課程統整之概念（Beane, 2005）設計 2個向度，包含「學校自主」

（如：課程的安排應該保留彈性，讓學校和老師自己規劃）與「統整應用」（如：

為了讓學習和社會脈絡有更好的結合，跨科目的課程是有必要的）。刪題後保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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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釋總變異量為 59.86%，2個向度的 Cronbach’s α為 .82、.85，整體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為 .87。

「教學觀分量表」參考反映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之建構主義觀點（Brown et 

al., 1989; Kolb, 1984; Vygotsky, 1978）設計 4個向度，包含「引導式教學」（如：

遇到學習問題時，老師不要急著給學生答案，而是先給提示或追問問題，以開啟

學生的思考空間）、「體驗性教學」（如：體驗 /動手之後，學生才會更好地發展

思考並主動學習）、「合作學習」（如：課堂上，要加入學生的小組討論才會達

到最佳的學習效果）、「情境學習」（如：教學時，要設計真實情境的問題，讓

學生從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學習）等。刪題後保留 13題，解釋總變異量為 69.55%，

向度的 Cronbach’s α介於 .81至 .90，整體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為 .93。

「評鑑觀分量表」參考評鑑主流化、過程與成果評鑑等概念（潘慧玲，

2005；Sanders, 2002; Weiss, 1998），以及臺灣教改脈絡中對於學校進行課程評鑑

要求的沿革，設計 2個向度，包含「評鑑效用」（如：評鑑就像健康檢查，應該

定期檢視，以了解學校的運作狀況）與「評鑑執行」（如：除了針對成果做評鑑，

在校務推動過程中，也應蒐集資料進行檢視與改進）。8題全數保留，解釋總變

異量為 79.96%，2個向度的 Cronbach’s α為 .93、.94，整體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為 .95。

整體來看，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各分量表每一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均

達顯著水準，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於 .64∼ .90間，且大部分在 .7以上的理想範圍。

而由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分析，各向度的組合信度（CR值）均大於 .7，平均變

異萃取量（AVE值）均在 .5以上，可知量表具收斂效度。以 AVE平方根與潛在變

項配對相關值之比較，亦顯示對角線數值均大於非對角線數值，顯示各分量表的

潛在向度具良好之區別效度。

（二）變革情意與行為意向準備度

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挑選出變革幅度較大之 6項政策

內容，包含課程核心理念、素養能力觀、議題融入教育、校訂課程、公開授課等，

以及整體課綱變革實施，詢問填答者對該項變革之喜好程度與願意實踐 /參與程

度。「變革喜好程度分量表」的解釋總變異量為 52.14%，Cronbach’s α為 .87；「變

革願意實踐程度分量表」的解釋總變異量為 61.42%，Cronbach’s α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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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

配合研究問題，本研究首先以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統計呈現各變革準備度

之現況，並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呈現各變項間之關連情形。為確認各項準備度之間

的得分差異，進一步以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領導觀、課程觀、教學觀、

評鑑觀、變革喜好程度與變革願意實踐程度的差異考驗。以獨立樣本 t檢定與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進行不同背景變項（地區、國高中、職務別、年資與性別）的得分

差異檢定。以上分析以 SPSS與 SPSS Amos執行。

此外，本研究以群集分析檢視學校人員在變革準備度上展現了何種認知、情

意與行為意向的聚類組合樣態。也就是，針對十二年國教變革認同問卷之 6面向

（含認知 4面向及情意、行為意向 2面向）平均得分進行群集分析，試圖總結出

數個主要的個別差異樣態。為避免群集分析結果僅反映教師的不同作答反應型態，

本研究先將每位教師在 6面向的平均得分進行受試者內的標準化，再對標準化後

的分數進行群集分析（Schaninger & Buss, 1986）。在群集分析中，本文採用歐氏

距離之平方（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作為變項間不相似度（dissimilarity）之

量測，進行Wald法之階層性聚合式 （hierarchical agglomerative）群集分析（Murtagh 

& Legendre, 2014; Wald, 1963），作為非階層性 K-means群集分析法（Hartigan & 

Wong, 1979）選取群集數目的參考依據（Milligan, 1980）。同時，本研究參考陡坡

圖及結果的可解釋性決定最佳的集群個數。確定完最終的群集個數後，採用該群

集數下的 K-means分析結果進行解釋。此部分之分析皆採用統計軟體 R執行。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以下先探討學校人員對十二年國教課綱變革的準備度（含認知、情意及行為

意向）及其間的差異，再比較不同人口學變項學校人員的各項變革準備度之差異，

最後分析學校人員在變革準備度上的可能樣態。為分析之便，本研究將六點量表

尺度均分為五個區間，以 5.01∼ 6.00分為高標，4.01∼ 5.00分為中高標，3.01∼

4.00分為中標，2.01∼ 3.00分為中低標，1.00∼ 2.00分為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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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各項變革準備度

（一）認知、情意及行為意向的準備度

本研究探討學校人員在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準備度，包括認知（含領導觀、

課程觀、教學觀、評鑑觀）、情意及行為意向。在六點量表中，各準備度的平均

數為 4.15分至 5.02分，領導觀之得分達高標，其他則達中高標。相關係數介於 .48

與 .85之間，變革情意與行為意向達高度相關（.85），其他認知與情意、行為意

向間的相關則為中度（見表 1）。

為進一步比較認知、情意及行為意向之準備度差異，採相依樣本變異數分析，

結果顯示各準備度之間有顯著性差異（F = 604.07, p < .001）。經事後比較後發現，

測量認知的教育觀中，除評鑑觀外，認知（領導觀、課程觀、教學觀）得分均較

情意與行動面向為高。而在教育觀中，領導觀的表現最佳（5.02），課程觀與教學

觀次之，評鑑觀（4.15）則得分最低，四項教育觀的得分均達中高標或高標（詳表

1）。至於學校人員對於變革之情意與行為意向準備度皆屬中高標，情意上的得分

又高於行為意向，顯示學校人員喜好變革理念勝過於實踐意願。

上述的研究結果指陳學校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具備不錯的變革認知，只

是評鑑觀的得分相對較低些，而變革的情意與行為意向之得分雖也達中高標，但

較諸領導觀、課程觀與教學觀，表現則弱些。面對十二年國教課綱，實務工作者

表 1 　學校人員在各項變革準備度之描述統計與相關係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1.領導觀 5.02 0.62 -

2.課程觀 4.85 0.66 .69** -

3.教學觀 4.83 0.65 .68** .76** -

4.評鑑觀 4.15 0.99 .50** .48** .51** -

5.變革情意 4.33 0.92 .50** .58** .55** .54** -

6.行為意向 4.25 0.96 .54** .59** .58** .53** .85**

   F

    事後比較

604.07***

1>2、3、4、5、6
2、3>5> 6> 4

**p <.01，***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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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了不如認知面向高的行為意向，可能與試行新課綱時所面臨的困難有關。在

針對八所國小的研究中，周淑卿、李駱遜、涂慶隆、楊俊鴻（2018）發現課程發

展機制建立、課程設計及教學實施及專業成長等部分對於學校而言，均是挑戰。

另課程評鑑是新課綱中明訂需要用來了解實施成效的作法，學校雖歷經九年一貫

課程與高中 95、99課綱需要課程評鑑的規範，然對於評鑑，仍未能抱持高度的認

同。有關評鑑觀及變革的行為意向之得分在調查中呈現相對較低之狀況，實值後

續推動時優先關注，並力求提升。

（二）變革的認知準備度

本研究在變革準備度的認知分量表上，以四類教育觀進行測量，包括領導觀、

課程觀、教學觀及評鑑觀。

1. 領導觀

領導觀包括分享決定（4.85）及社群共學（5.15）2個向度，得分各達中高

標與高標。分析二者之差異，得知分享決定顯著低於社群共學（t = -16.71, p < 

.001），顯示學校人員除認為應參與學校事務討論、興革意見及發揮同儕影響力外，

對於參與社群、集思廣益之價值及收穫尤有高度肯定。

進一步分析 2個向度，在社群共學中，4個題項之得分均大於 5.01（5.05∼

5.27），達到高標。其中得分較高者，諸如「跟別人共學可以得到一些獨自學習所

無法獲得的額外收穫」（5.27）、「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集思廣益才能夠

將教學做得更好」（5.19），較低者則如「教師工作不應僅限於課堂教學，參與學

習社群進行共學也很重要」（5.05），這樣的結果顯示近年來政策推動的成果。

伴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實施，教育部從 2010年開始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鼓勵教師透過社群進行專業學習，藉以因應教育環境變遷、進行創新（陳佩英，

2009；Pan, Nyeu, & Cheng, 2017）。在本研究中，教師對於社群共學有高度之認知，

實為十二年國教課綱變革之良好基礎。

另在分享決定的向度上，有 3個題項的設計，其得分介於 4.68∼ 5.01，達中

高標至高標。其中達高標的題目是「對於學校事務，教師不只是負責執行就好，

還要參與討論做決定」（5.01），而「教師應主動發表對於學校興革的相關意見」

（4.68）則是 3題中較低者。從教師的回應可知，參與學校事務的討論，已廣為教

師接受，這應與臺灣從 1990年代中期後走向權力下放，在學校本位管理的理念下，

校務會議及不同的委員會都提供了教師參與校務的機制有關（Pan, 2007）。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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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有上述之認知，但對於要主動提出學校改進之意見，態度則保留一些。這或

許與華人文化有關，一般人對於針砭意見的發表，總會有一些情面上的顧慮。

2. 課程觀

在課程觀部分，包括學校自主（4.92）及統整應用（4.80）2個向度，皆達中

高標。考驗此二向度的差異性，發現學校自主的得分顯著高於統整應用（t = 6.69, 

p < .001），此結果呈顯了學校人員對於校本課程規劃彈性與必要性的認知更高於

議題融入、跨科目及情境結合等課程設計。

針對學校自主之向度，進一步分析其 3個題項之得分（4.89∼ 4.94），均達

中高標。學校應擁有自訂課程的空間以彰顯學校特色（4.94）、學校與教師應有規

劃課程的彈性（4.94），以及學校針對部定課程也要依據學生與在地特性做規劃

（4.89）等，均受到實務工作者的認同。與學校自主相較，學校人員對於課程的統

整應用向度，接受度則較低些。將生活情境融入課程內容是 3個題項中得分較高

者（4.83）；對於以議題設計課程，以促進知識的學習與應用，得分居中（4.72）；

以跨科目課程讓學習和社會脈絡有更好的結合，則是學校現場接受度較低的題項

（4.69）。

從九年一貫課程、高中95暫綱與99課綱實施以來，學校組成課程發展委員會，

致力於特色課程的研發，已有一段時間，而這也奠定了十二年國教課綱給予學校

自訂課程的信念基礎。以學校為主體，教師為課程發展者的論述或實務經驗（陳

美如、郭昭佑，2003），已漸普及，只是需要再進一步努力的是跨領域、議題等

課程統整認知。

3. 教學觀

教學觀包括引導教學、體驗教學、合作學習及情境學習 4個向度，除引導教

學達高標外，其他皆為中高標，且 4向度之間具有顯著的差異性（F= 393.54, p < 

.001）。其中，引導教學的得分最高（5.02），其他依序為情境學習（4.97）與體

驗教學（4.85），合作學習（4.44）則得分最低。

依據教學觀各向度得分高低依序探討，首先，引導教學共 3個題項，得分介

於 4.88∼ 5.16，達中高標至高標。其中達高標者為「遇到學習問題時，老師不要

急著給學生答案，而是先給提示或追問問題，以開啟學生的思考空間」（5.16），

以及「學生若呈現出多種答案和理解，老師還是要引導學生探究找出共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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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而較低者為「即使有進度壓力，教師還是要引導學生多多提問，以了解

學生的學習問題」（4.88）。從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學生為自發主動之學習者的角

度（教育部，2014），學校人員對於教師從傳統的講授者，轉變為引導學生思考、

探究與提問的角色有相當不錯的認知；然如涉及教學進度的考量，則對於引導教

學的認知有降低的情形，此由以學習者為中心之學習共同體的研究也有類似的困

境（林政逸、吳珮瑩，2016；潘慧玲、鄭淑惠，2018）。

其次，在情境學習向度上，4個題項得分介於 4.88∼ 5.04，達中高標至高

標。其中得分達高標者為「教學時，要經常將學科的內容與生活經驗連結在一起」

（5.04），以及「面對同一個事件，要讓學生根據情境脈絡的不同，從不同的觀點

來討論」（5.02），得分較低者為「教學時，要設計真實情境的問題，讓學生從解

決問題的過程中學習」（4.88）。至於在體驗教學向度上，3個題項之得分（4.68∼

4.94）均達中高標，其中「體驗 / 動手之後，學生才會更好地發展思考並主動學

習」（4.9）得分較高，「不管甚麼科目，多設計活動讓學生動手做或體驗，才能

真正學到」（4.68）的得分則相對較低。從上述結果顯示，學校人員對於情境學

習及體驗教學的認知皆達中高程度，尤其對於教學時應連結真實情境的認知更高

於動手做 /體驗，可能因動手做 /體驗常會花費較多課堂時間，恐增加教學進度壓

力，課室外的體驗還會涉及許多事前的準備與溝通（黃儒傑、戴晨修、洪梅芳，

2019），因此學校人員的認知相對低一些。

在教學觀中得分最低者為合作學習，3個題項之得分（4.29∼ 4.63）均達中

高標，其得分較高者如「教學時要經常挪出時間，讓學生分享學習心得與意見」

（4.63），而「課堂上，要加入學生的小組討論才會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4.29）

的得分則相對較低。在中學情境中，不論是學理或相關政策（如分組合作學習、

學習共同體計畫等）皆曾倡導合作學習的重要性，然合作學習除涉及教師角色的

轉變外，尤其包含學生學習型態的轉變（如合作、共學）及同儕關係的發展，

教師有必要兼顧學生認知學習與合作能力之培養，才不致於因學習成效不佳，

可能造成對合作學習較負面的看法（何奕慧、陳美如，2014；黃永和，2013，

2016）。

從學校人員的回應可知，在相關教學精進等計畫推動下，學校人員對於教學

時引導學生思考、探究，以及融入體驗式、真實情境有不錯的認知，能回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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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教課綱的精神，然對於教學時採取小組討論、學習及分享的認知準備度則有

必要進一步提升。 

4. 評鑑觀

評鑑觀包括評鑑效用（3.98）與評鑑執行（4.31）2個向度，前者得分僅中

標，後者則為中高標。比較二向度之差異，評鑑效用的得分顯著低於評鑑執行（t 

= -15.70, p < .001），顯示學校人員認為有責任針對學校、教學或課程進行評鑑，

然就評鑑對學校有正向幫助的認知卻偏低。

在評鑑執行向度上，4個題項的得分（4.18∼ 4.45）均達中高標。其中得分較

高者，如「針對自己的教學進行評鑑是教師的職責之一」（4.45），而「學校有責

任針對學校發展實施評鑑」（4.18）則得分較低。至於在評鑑效用向度上，4個題

項的得分（3.90∼4.10）介於中標到中高標之間。其中得分達中高標的題項僅有「評

鑑就像健康檢查，應該定期檢視，以了解學校的運作狀況」（4.10），而「評鑑不

是資料的堆砌，而是會對學校有實質的幫助」（3.90）的得分則最低。

表 2　學校人員在認知準備度各向度的得分及差異
認知 平均數 標準差 t/F 事後比較

1. 領導觀 -16.71***

　(1)分享決定 4.85 0.68

　(2)社群共學 5.15 0.72

2. 課程觀 6.69***

　(1)學校自主 4.92 0.76

　(2)統整應用 4.80 0.71

3. 教學觀 393.54*** (1) > (4) > (2) > (3)

　(1)引導教學 5.02 0.67

　(2)體驗教學 4.85 0.83

　(3)合作學習 4.44 0.88

　(4)情境學習 4.97 0.70

4. 評鑑觀 -15.70***

　(1)評鑑效用 3.98 1.14

　(2)評鑑執行 4.31 0.97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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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結果顯示，評鑑觀是各項認知準備度得分最低者，隨著重視品質與績

效的教育思潮興起以及相關法令的頒布，使得教育評鑑的數量增多，學校人員對

於實施評鑑之必要性達中高程度的認知。然評鑑的規劃、實施與報告以及學校情

境等因素，皆會影響評鑑效用的認知（黃嘉雄，2012；Johnson, Greenseid, Toal, 

King, Lawrenz, & Volkov, 2009）。長期處在專家導向為主的評鑑脈絡中，學校多為

配合外部要求而辦理評鑑，且偏重評鑑資料的準備（許添明、劉智豪，2008；潘

慧玲，2005），皆可能讓學校人員對於評鑑效用的認知降低，此為十二年國教課

綱實施時需要特別提升的認知準備度。

（二）變革的情意準備度

學校人員對於變革的情意準備度共有 7個題項，得分介於 3.99∼ 4.65，居中

標至中高標之間。得分較高的前 3題為「以自發、互動、共好為課程的基本理念」

（4.65）、「讓學校有規劃校訂課程的空間」（4.60）、「以核心素養取代過去的

基本能力，更加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4.54）；而得分較低的三題則為「校長

每學年至少應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4.10）、「教師每學年至少應公

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4.00），尤其是「整體而言，對於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的實施」（3.99）則僅達中標。

由上述結果顯示，學校人員對於變革的基本理念、核心素養、本位課程等有

相當高的喜好程度，然針對總綱規範校長與教師需要透過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

以促進同儕共學，並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的做法（教育部，2014），其喜好

程度則相對較低。從顏國樑（2017）的分析顯示，教師對於公開授課可能有挑戰

或疑慮，包含增加工作負擔、缺乏觀課與回饋能力、合作分享的學校文化尚待建

立、一年一次的公開授課易流於形式等，可能降低教師對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

喜好程度。尤其，從學校人員對於變革喜好度的單題調查，其得分竟不及 4分，

看來，改革的進行仍有待多激勵以增進情意的接受度。

（三）變革的行為意向準備度

學校人員在變革的行為意向上共有 6個題項，得分介於 3.89∼ 4.43，達中

標至中高標之間。得分較高的前三題與變革情意題項得分順序相同，包括：「以

自發、互動、共好為課程的基本理念」（4.43）、「讓學校有規劃校訂課程的空

間」（4.43）、「以核心素養取代過去的基本能力，更加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

（4.40）。相較於變革情意，行為意向得分較低者亦為「整體而言，對於十二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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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實施」（4.03），以及針對「教師每學年至少應公開授課一

次，並進行專業回饋」（僅教師填答）、「校長每學年至少應公開授課一次，並

進行專業回饋」（僅校長填答）所合併的題項（3.89）。

從行為意向的調查結果顯示，學校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基本理念、核

心素養、本位課程、議題融入，甚至是整體課綱的實踐意願，皆達中高程度。然

對於總綱所規範的公開授課，則僅達中標意願，進一步分析校長與教師對於自己

公開授課的實踐意願，校長達中高標（4.46），教師則僅達中標（3.85），顯見教

師對於每學年至少應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的實踐意願偏低。從潘慧玲、

鄭淑惠（2018）的研究也發現，在教師的專業學習中，與他人備課、觀課及討論

分享的行為較低，這可能與公開自己教學實務的顧慮與遲疑有關。有鑑於此，學

校以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為主的共學機制仍有待進一步發展。

二、人口學變項在變革準備度上之差異

為分析整體人員的人口學變項（含性別、職務、年資、學歷及任教階段）

在各項變革準備度上的差異，採取單因子多變量分析，結果顯示：除了性別變項

（Wilk’s λ = 1.71, p = .116）外，職務（Wilk’s λ = 8.22, p<.001）、年資（Wilk’s λ = 

2.92, p<.001）、學歷（Wilk’s λ =2.57, p<.01）及任教階段（Wilk’s λ = 2.72, p<.05）

對於變革準備度皆達顯著差異。進一步檢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任教階段

對各項準備度的影響則無顯著差異，然不同職務、年資及學歷者則在變革準備度

上有顯著差異，其差異情形分述如下：

首先，不同職務別的學校人員，在領導觀（F=25.52, p<.001）、課程觀（F 

=14.42, p<.001）、教學觀（F =23.44, p<.001）、評鑑觀（F =27.44, p<.001）、變

革情意（F=15.41, p<.001）及行為意向（F =24.38, p<.001）的準備度皆有顯著差異。

事後比較發現，職務別對於各項認知準備度的影響不盡相同，然校長與主任對各

項準備度的知覺皆較其他職務者為高，同時校長在領導觀、教學觀及評鑑觀之認

知更高於主任。由於校長與主任係學校變革的總舵手，其認知準備度較高，對於

變革的推動應有相當大的助益。然另一方面，帶領班級課程與輔導的導師，卻在

多項準備度上知覺較低。

其次，不同年資者對於領導觀（F =3.63, p<.01）、課程觀（F=5.14, p<.001）、

教學觀（F=7.41, p<.001）、評鑑觀（F=6.08, p<.001），以及變革情意（F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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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及行為意向（F =2.91, p<.05）的準備度皆有顯著差異。惟事後比較結果顯

示，年資對於變革情意與行為意向的影響並未達顯著，至於在認知的四個分量表

中，服務年資在 21年（含）以上者，在教學觀的認知高於其他年資者（除教學年

資 5年以下者），在領導觀與評鑑觀皆高於 6至 10年者，此外在課程觀與評鑑觀

也高於年資 16到 20年者，至於教學年資 5年以下者的課程觀則高於 16到 20年者。

最後在學歷方面，針對四項認知：領導觀（F = 9 . 7 9 ,  p < . 0 0 1）、課程觀（F 

=6.77, p<.01）、教學觀（F=6.33, p<.01）、評鑑觀（F=10.74, p<.001），以及變革

情意（F=4.16, p<.05）與行為意向（F=4.73, p<.01）的準備度上，博士學歷者皆高

於大學與碩士學歷的學校人員，顯示取得博士學位者對於變革所蘊含較當代的觀

表 3　人口學變項在各項變革準備度上之差異與檢定
背景變項 性別 職務 年資 學歷 任教階段

領導觀 n. s. 6>1、2、3、4、5，
1>2、3、4、5，

2>4，3>4

5>2 3>1，3>2 n. s.

課程觀 n. s. 6>2、3、4、5，
1>2、4、5，

2>4，3>4，5>4

1>4，
5>4

3>1，3>2 n. s.

教學觀 n. s. 6>1、2、3、4、5，
1>2、3、4、5，

1>4，2>4，3>4，
5>4，6>4

5>2，
5>3，5>4

3>1，3>2 n. s.

評鑑觀 n. s. 6>1、2、3、4、5，
1>2、3、4，

5>2、4

5>2，5>4 3>1，3>2 n. s.

變革情意 n. s. 6>2、3、4、5，
1>2、3、4、5，

2>4，5>4

n. s. 3>1，3>2 n. s.

行為意向 n. s. 6>2、3、4、5，
1>2、3、4、5，

2>4，5>4

n. s. 3>1，3>2 n. s.

備註：n. s. 表示考驗未達 .05 的顯著性。事後比較類別說明如下：職務：1. 主任，2. 組長，3. 領域召集人

/ 科主席 / 科主任，4. 導師 ，5. 專任教師，6. 校長。年資：1. 5 年（含）以下，2. 6 至 10 年，3. 11 至 15 年，

4. 16 至 20 年，5. 21 年（含）以上。學歷：1. 大學，2. 碩士，3.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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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有較高的認知，也較喜好及願意實踐十二年國教課綱的重要理念，為學校變革

的正向助力之一。

綜上可知，不同人口學變項的學校人員在變革準備度之差異如表 3所示，其

中不同職務、年資及學歷者，對於變革準備度有所差異，校長與主任、年資 21年

（含）以上者，以及博士學歷者在多項準備度上皆高於其他人員。目前針對十二

年國教課綱推動的實徵研究甚少，且為學位論文，例如張梅英（2014）探討國中

教師對十二年國教相關政策（包括課程變革）認同的研究，發現學歷及職務對於

政策認同度多有影響；具研究所（合併碩士與博士）學歷者對於政策認同度較高，

而校長與主任的認同度大多高於導師或專任教師。較高學位的教育歷程，增益了

變革理解與認同，這樣的結果顯現在本研究中。此外，由於校長與主任有帶動新

課程實施之責，加上接觸課綱宣導的機會較多，故呈現了較高的認同度，此類似

之發現在過去其他教育變革（如：專業發展評鑑、學習共同體）的知覺調查中也

能見到（吳金香、陳世穎，2008；林政逸、吳珮瑩，2016）。至於服務年資，一

項全國性教專評鑑方案的影響評估指出，參與試辦教師中服務年資 16-20年者之知

覺較為負向，低於年資超過 21年之教師（潘慧玲，2014）。此對照本研究之發現：

服務年資 16-20年者在課程觀、教學觀與評鑑觀的得分均低於服務年資 21年以上

者，似揭露了一個訊息：在變革的動能上，服務 16-20年的教師是需要關注與培力

的。

三、學校人員在變革準備度上的樣態

為了探討學校人員在變革準備上是否呈現不同的組型，本研究以群集分析法

進一步分析準備度資料。

（一）群集數目的選取

本研究以Wald法階層性群集分析之結果如圖 1樹狀圖（dendrogram），其顯

示不論是在國中（N = 664）或高中教師（N = 530）的樣本，較佳的群集個數皆為

3個。同時，圖 2為在指定不同的群集數目進行 K-means法下的陡坡圖，該圖亦顯

示兩組樣本在區分成 3群的情況下能有效降低群集內總變異量（within-cluster sum 

of square）。因此，本研究參考 3個及 4個群集數下的趨勢可解釋性，最終選擇將

國中與高中教師之樣本皆分類成 3個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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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變革準備度上的三種類型教師

在固定群集數為 3個之後，本研究將國中與高中教師分別進行 K-means群集

分析，並各自隨機設定 100次群集中心點，以群集內總變異最小之結果作為最終

的結果（表 4與圖 3）。表 4為國中與高中教師各自 3種群集樣本在 6面向得分（已

先進行受試者內的標準化）之平均數與標準差，其趨勢圖亦繪製於圖 3。

圖 3與表 4顯示國中與高中教師的三種群集在此 6面向之趨勢樣態十分類似。

其中群集 1之國高中教師，分別為 237人（占 35.7%）、246人（占 46.4%），在

圖 1　非階層群集分析之樹狀圖

圖 2　不同群集個數下 K-means法之陡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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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國中 /高中教師各群集之描述統計

教師

群集 各群集在 6面向之平均得分（標準差）

（人數） 領導觀 課程觀 教學觀 評鑑觀 變革情意 行為意向

國中

(N = 664)

群集 1 (N = 237)

群集 2 (N = 174)

群集 3 (N = 253)

0.83 (0.62)

0.01 (0.71)

0.90 (0.48)

0.38 (0.61)

0.13 (0.62)

0.47 (0.54)

0.29 (0.74)

-0.07 (0.67)

0.57 (0.53)

0.22 (0.58)

-1.21 (0.77)

-1.43 (0.39)

-0.62 (0.67)

0.75 (0.53)

-0.11 (0.52)

-1.11 (0.56)

0.39 (0.60)

-0.40 (0.48)

高中

(N = 530)

群集 1 (N = 246)

群集 2 (N =   82)

群集 3 (N = 202)

1.03 (0.58)

0.08 (0.88)

0.55 (0.54)

0.52 (0.58)

-0.52 (0.74)

0.53 (0.47)

0.38 (0.63)

-0.28 (0.85)

0.28 (0.58)

-0.34 (0.68)

-0.30 (0.68)

-1.67 (0.29)

-0.65 (0.57)

0.91 (0.60)

0.18 (0.53)

-0.94 (0.50)

0.11 (0.84)

0.13 (0.52)

註：表中的各面向平均得分為各群集所屬教師經受試者內標準化得到的各面向 Z 分數（代表和所有共 6

面向相比，每位教師對於各單一面向之相對同意程度）再取平均。因此，此表與圖 3 中的平均 Z 分數之

解釋意涵為該群集內所有教師對於某一面向的相對（和所有 6 面向比較）同意程度之平均。群集 1= 知易

行難型，群集 2 = 順從配合型，群集 3= 中庸實踐型。

此六種教育變革的認知準備度中，對於領導觀都有最高的同意度（國中教師平均 Z

分數：0.83；高中教師平均 Z分數：1.03），其次為課程觀（國中M= 0.38；高中 

M= 0.52）與教學觀（國中 M= 0.29；高中 M= 0.38），但對於變革的情意準備度（喜

好程度）（國中 M= - 0.62；高中M= - 0.65）與行為意向（願意實踐程度）（國中

M= -1.11；高中 M= - 0.94）則得分最低，且都是負值。因此，本研究將此一組型

圖 3　 國中 /高中教師各群集趨勢圖（誤差線代表平均數 ± 1個標準誤
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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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命名為「知易行難」型，也就是說，此一組型之教師，對於教育變革的認

知準備度是高的，但是執行變革的情意與行為意向則相對低。

群集 2之教師，國高中分別為 174人（占 26.2%）、82人（占 15.5%），對

於變革的情意（喜好）得分最高（國中M=0.75；高中 M= 0.91），其次是變革的

行為意向（國中 M= 0.39；高中 M= .11），但對於變革的認知則在三個群集中相

對較低。然而，群集 2的國中與高中教師在部分面向的表現有明顯不同，群集 2

的國中教師對於評鑑觀之同意程度（國中 M= -1.21）顯著低於高中教師（高中 M= 

-0.30）（t = - 9.20, p < .001），以及國中教師對於課程觀之同意程度（國中 M= 0.13）

顯著高於高中教師（高中 M= -0.52）（t = 7.36, p < .001）。本研究將此一組型的

教師命名為「順應配合」型，也就是說，此一組型之教師對於教育變革的認知準

備度雖然不高，但是執行變革的情意與行為意向則是相對高的。

最後，在群集 3中之教師，國高中分別為 253人（占 38.1%）、202人（占

38.1%），可明顯看出國高中教師對於評鑑觀之得分為所有面向最低者（國中M= 

-1.43；高中 M= -1.67），但這些教師對於領導觀、課程觀及教學觀則抱持相對

認同的態度（國高中教師之平均皆大於 0），但對於變革之情意 （t = -5.88, p < 

.001），以及變革之行為意向（t = -11.43, p < .001），國中教師相較於高中教師而

言得分顯著較低，但在三組教師中則是居於中等程度，且分數接近於零，國中教

師略為缺乏意願，也較無實踐意向，而國中教師只有些許變革意願與行為意向。

本研究將此一組型的教師命名為「意興闌珊」型，也就是說，此一組型之教師，

對於教育變革的認知準備度雖高，但特別不認同評鑑觀，至於執行變革的情意與

行為意向則相對意興闌珊，不特別熱情、也沒有太明顯的抗拒心態。

如果進一步以三個群集之教師為自變項，以人口學變項為依變項，進行 χ2 檢

定，結果顯示此三種類型之教師在性別、職務、年資、學歷及任教階段等人口學

變項上，無顯著差異。

顯然地，經由群集分析我們可以得知，面對教育變革，現場的教師們大致有

三種類型。一種為順應配合型，他們對變革的教育理念之認知準備雖尚未完全認

同，但執行的意願與行動力最強，他們是行動派，從「認知失調」的角度來看，

假以時日，這些教師將會慢慢增強對新教育理念的認同，校長與行政人員可以以

這群教師為先鋒，積極執行新課綱，並帶動變革風氣。第二種知易行難型，也就

是對於教育變革的認知層面有較高之認同，但在情緒與行動上則較為低落，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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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所抗拒，校長與行政人員對這一類型之教師需較費心費力，但要注意不讓他

們影響其他教師之變革進行。第三種意興闌珊類型，雖然認同教育變革的各項理

念，但在情緒與行動上則顯得意興闌珊，這群教師可能受困於個人問題或其他因

素，以致執行力出不來，校長與行政人員可以賦予較多的同理心與鼓勵，假以時

日，他們的行動將可跟上他們的認知。

伍、討論

變革準備度是影響新課程能否順利推動及產生預期成效的重要關鍵，本研究

整合認知、情意與行為意向等面向，在新課綱實施的初始階段以問卷調查為方法，

分析國、高中校長與教師對此變革之準備度，除了擴展目前學界對教育變革準備

度研究的知識基礎，研究結果也為學校人員在十二年國教課綱準備度的現況提出

了重要的實徵數據。針對上述發現，有兩點值得關注並做討論。

第一個關注點是學校人員在教育觀上的準備度，以領導觀最為彰顯的情形，

此或可從臺灣的教改脈絡窺知。分權化的舉措從 199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歷經

多年的洗禮，教師們已經認知到跨越教室邊界參與校務是必要的，分享決定已成

為學校運作機制中的一部分（潘慧玲，2002；Pan et al., 2017）。只是在華人文化

下，要教師勇於提出興革意見，還是需要被鼓勵的。除了分享決定，在新一波教

育領導趨勢中，教師社群被認為是分散性領導的重要實踐形式（Halverson, 2003; 

Spillane & Diamond, 2007）。而教育部於 2010年啟動教師學習社群的推進，學習

共同體也於 2011年在許多縣市開始掀動，此對社群共學逐漸成為教師的日常慣習，

均有推波助瀾之效。反觀評鑑觀，是四類教育觀中得分最低者。教師總將評鑑與

考核作聯想，且未能深刻感受評鑑對於學校發展的助益。故而如何讓學校現場能

接受評鑑，且善用評鑑來改進學校、精進課程與教學，是可再努力的。至於課程

觀與教學觀，雖有不錯的認知準備度，但在課程的統整應用、體驗教學與合作學

習上，相對而言，還需再強化。

第二個關注點是個體未能在認知、情意與行為意向同步發展，本研究呈現了

認知要比情意與行為意向彰顯。從三構面 6面向組合的分析，發現學校人員變革

準備度的三種樣態，其中「知易行難」與「意興闌珊」兩類型人數最多。整體而言，

這兩類人認知得分較高（「意興闌珊型」評鑑觀得分較低），只是情意與行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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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趨於負面。另則有較少數的人（「順應配合型」），對於課綱的認知雖不如前

兩類人，卻能接受且願意投入。這樣的結果，雖揭示一個正面的訊息—大多教師

隨著課綱的推動，在概念準備上算是充分的，惟尚須促動教師們面對變革的正向

情意與行動實踐。曾有研究指出，行動的改變並非一定透過信念的改變才引發；

教師在改變課堂教學行為後，目睹學生學習的改進，信念會隨之而變化（Guskey, 

2002）。在本研究中，有一群教師即使認知準備度不是最好，卻願意投入改變。

他們在這波轉化課綱於實踐的歷程中，將可能成為變革的先行者，散播變革的效

應。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學校人員在十二年國教課綱變革準備度上已有中高程度基礎，認知準

備度最佳的面向為領導觀，得分最低者為評鑑觀，變革情意面向之得

分又顯著高於行為意向

面對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究竟學校人員準備好了嗎？綜合本研究之結

果，學校人員不論在十二年國教的認知、情意及行為意向的準備度上，皆有中高

標以上的得分，顯示整體而言應已有不錯的認知基礎，並對新課綱的實施有一定

的接受度和投入意願。但進一步細部檢視可發現，認知準備度中的四類教育觀，

包括領導觀、課程觀、教學觀及評鑑觀之間的得分達顯著差異，準備度最佳的面

向為領導觀，得分顯著高於課程觀、教學觀與評鑑觀，課程觀與教學觀之得分又

顯著高於評鑑觀，且四類教育觀下的不同向度，認知準備度亦出現顯著落差。申

言之，學校人員除了在評鑑觀的認知準備度相對較低外，鑲嵌於十二年國教課綱

的不同教育觀，呈現著內部認同程度不一的狀態。若由變革喜好度與行為意向之

得分進行比較，雖二者得分均達中高標，但變革喜好度得分又顯著高於對變革的

行為意向，顯示學校人員在情意的準備度較佳，行為意向則尚未完全同步。此種

對課綱背後教育觀的不同面向認同度殊異，對變革喜好度又大於實際行動的現象，

可說是目前學校人員在變革準備度上的一大特徵，此對後續推動有何影響，何者

才是推動時最關鍵的因素，值得後續加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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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背景變項學校人員在十二年國教課綱變革準備度的表現上，具系

統性變異之變項為職務別與學歷別，其中校長、主任及具博士學位者

準備度相對較高 

不同背景變項學校人員在十二年國教課綱變革的準備度上呈現部分差異，最

具系統性變異之變項為職務別與學歷別。其中，校長的認知、情意與行為意向準

備度均是所有學校人員中最高者，而主任身為學校裡重要的中層領導者，準備度

則為所有學校人員中次高者。若以學歷來區分，具博士學位的學校人員在三構面

之準備度亦皆為最高。其中，具博士學位的學校人員變革準備度顯著較高，彰顯

了博士的培養歷程可能對學校人員主動求知的能力，以及面對不確定性的接受度

均有正面效益，亦即這些具備高級學位的學校人員，可能是學校變革的重要促進

者。而在不同職務別中，校長與主任應是參與過最多十二年國教課綱相關活動的

人員，此種參與度深的人員具備較佳準備度的情形，雖在預期當中，但對課綱推

動而言亦是正向的訊息。

（三） 教師在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變革準備度上呈現不同樣態，依認知、情意、

行為意向之得分組合，可分為「知易行難」、「順應配合」與「意興

闌珊」等三種類型

本研究依據教師在變革準備度上認知、情意、行為意向之得分組合，區分為

「知易行難」、「順應配合」與「意興闌珊」等三種類型。知易行難型的教師具

有高認知準備度，但執行變革的情意與行為意向卻相對低；順應配合型的教師則

反之，雖對教育變革的認知準備度不高，但執行變革的情意與行為意向卻相對高；

意興闌珊型教師的認知準備度高，但特別不認同評鑑觀，情意與行為意向則屬中

等，不甚積極。換言之，教師對於的課綱準備度呈現出不同樣態，而三類教師在

學校中的比例組合，對學校整體的準備度而言也將產生重大效應。

二、建議

（一） 學校人員的評鑑觀是課綱變革認知準備度中相對較弱的面向，宜透過

溝通及專業學習加以強化

整體而言，學校人員不論對新課綱背後教育觀的認知程度，或者對新課綱的

喜好程度和願意實踐程度，均已有中等以上的準備度，可作為學校開展新課程的

良好基礎。不過，研究結果也顯示評鑑觀是在四類教育觀中準備度相對較低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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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此數據適正指出學校人員在認知準備度的缺口，亦即對於評鑑效用及評鑑執

行的概念擴展，乃是後續需要與學校人員多加溝通與強化的面向。

（二） 領域召集人 /科主席是學校課程發展的重要人物，學校於推動新課綱時

宜特別著力其變革準備度的提升

由研究結果可知，不同學校人員準備度存在著顯著差異。可喜的是，在領導

學校新課綱開展時扮演重要角色的校長與主任，亦為學校中準備度最佳的人員，

除了在情意與行為意向上較願意投入，在教育觀方面亦有較佳的認知準備度作為

推動之基礎。不過，學校課程發展有諸多實質工作有賴學科 /領域教師之投入，但

由研究結果可知，領域召集人 /科主席作為學校重要的中層領導者，其準備度在教

師群中並未凸顯，此乃是學校於推動時值得留意之標的群體。

（三） 學校領導者可運用做中學的策略，帶動學校人員透過行動逐步增益對

實施新課綱的準備度

本研究結果指陳了認知、情意與行為意向三類準備度之間，並未完全同步的

現象。除了整體而言，學校人員對新課綱的喜好度顯著高於行為意向，亦即參與

意願未能與喜好程度齊步外，群集分析結果所歸納的三類教師，亦存在認知準備

度與情意及行為意向之間的落差。針對此狀況，後續除可進一步探討有哪些組織

及領導因素，可拉近行為意向與喜好度的距離外，過去的研究結果也顯示，政策

或方案未必需等待認知準備度齊備才能啟動，相反地，在行動的過程中改變想法

與感受，亦是提升認知與情意準備度的另一條路徑。申言之，除了學校領導者可

透過邊做邊學來增益自身的變革準備度，更可帶動學校其他人員共同藉由參與和

實作，以「做中學」的心態和方法一同為新課程的發展、實施與評鑑做好準備。

（四） 課綱變革準備度與課綱變革實踐之間的關係，可作為未來研究的探究

方向

在新課綱實施的初始階段，對學校人員變革準備度進行深入探討有其積極意

義。而隨著課綱逐年實施，學校人員實際的變革實踐乃是此波課程變革能否落實

的關鍵，尤其，學校人員對於評鑑的一般性觀點，較其他教育觀的知覺為低，未

來研究除可探究學校人員的課綱實踐，還可更聚焦於課程評鑑，例如：課程評鑑

對於課程發展的效用性，以及教師參與課程評鑑的觀點進行調查。此外，課綱涉

及的學習觀，除本研究以教與學相互生成觀進行探究，亦可進一步在課綱實踐上

聚焦於學校人員在學習觀點上的轉變情形。再者，除了本研究所採之變革準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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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可運用於分析對課綱變革實踐之影響，由不同理論觀點切入，對此課程變革

所帶動的學校改變與教師改變進行深入探索，亦均有助於了解並促進學校課程變

革之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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